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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 27 年（1599），袁宏道在写给其妻弟李元

善的书信中论作文之法云：

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

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

出，此真新奇也！［1］

这里，“ 奇”与 “法”之间呈现出相反相成的微妙

关系——文章之新奇“不拘格套”，但又须通过 各

种层次的“法”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较

为常见的 句法、字法之外，袁宏道使用了 “调法”

与之并列。前人讨论晚明文学理论，常常会引述

这封《与李元善书》［2］，但对 “调法”的确切所

指，却鲜有深入解说与阐释。 “调法”作为一个

文章批评术语，究系何意？ “调法”之 “调”，指

向何种形式特征？与字法、句法的关系如何？其

 “法”又有哪些审美风格上的要求？ “调法”之说

在何种历史环境下出现， 对此后的文学理论有何

影响？若欲更深入地理解明清时期关于文章法度

的理论与批评实践，不能不对这些问题予以梳理

和考察。

一� 文字之节奏：明代八股文理论中的�
“调”与�“调法”

在《与李元善书》中，句法、字法、调法并

列，由此及彼，不难推知 “调法”也是一种形式批

评。传统文论对文章从整体到局部的结构组织颇有

关注，《文心雕龙·章句》即云 “夫人之立言，因

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3］，以字、

句、章、篇几个层次构筑文章之体。宋元以来关

于作文法度的实践讨论，主要也是从字法、句法、

章法、篇法这几个层次展开。如，谢枋得《文章

轨范》评柳宗元《送薛存义序》云 “章法、句法、

字法皆好”；程端礼主张细读韩愈文，“于大段中看

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

句法，句法中看字法”［4］；王世贞《艺苑卮言》云

“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

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

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5］。在这种结构严

整的 文法体系中，并没有出现“调法”这个单位。

取譬音乐，以“调”指称文章的形式风格，在古

代文论的传统中并不罕见，如，颜之推云“文章当

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王安国称“文章格

调须是官样”［6］。但“调”成为一种形式批评的术

语而大得用武之地，则是在明代八股文批评之中。

据方苞的概括，明人制义，“隆万间，兼讲机法，

务为灵变”［7］，对法度变化甚为重视；而对八股时

文的批评，也在嘉靖末至万历初之间日趋兴盛［8］。

茅坤曾总结举业之文的作法为认题、铸辞、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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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端：

予少习举子业，览国朝诸名家，大较有三

言为符：始之认题，欲其透以解；次之铸辞，

欲其博以雄；又次之鼓调，欲其宕以雅。（《顾

侍御课余草题辞》）［9］

三个层次乃是按照写作的步骤展开，与“篇—

章—句—字”的结构框架不尽相同，但显然在应

举为文方面有很强的实用性。此外，茅坤在不同

场合又有“按题抽思，缋辞鼓调”（《〈冠里一家

言〉题辞》）［10］，“认题—布势—调格—炼辞—凝

神”（《文诀五条训缙儿辈》）［11］等大同小异的表

述，不难看出“调”在其时文写作理论中的位置。

袁黄亦好用“调”谈八股，且较茅坤所论更为细

致。如其《举业彀率》（万历 5 年成书）将起讲部

分 “一半着题、一半不着题”的写法称为 “仄调”；

将 “烂时文派头”贬为 “下调”；赞扬陆庐江 “举

业熟、变换多，故不拘常调”［12］等等。在其《游

艺塾文规》中，以“调”作为时文批评术语的情

形更是俯拾皆是。如将“气昌词顺”而又能“言

皆入微、意皆破的”之作称为“魁元高调”，而指

“以客形主”的写法“原非元调”［13］，皆是对会元

之文章风格特垂青目。同时，“调”常常与意、格、

机、气等术语对举使用。最常见的例子是意、调

并举，表示作文中思想与形式两端：如，评虞淳

熙《吾之于人也》“超出常境，意调皆高”，庄钦

邻《人皆曰予知三句》之正讲“意调两绝”；庄学

曾《索隐行怪一节》重讲“句句从胸中流出，意

高调高，发场中所不发”［14］。此外，调也与同属

于形式范畴的概念并举，指向不同的修辞层面。

如，称赞陶望龄《圣人之行不同也二节》“格高调

古，可称绝唱”，乃是格、调并列；评袁宏道《宪

章文武》“机圆调逸”、陈治道《市廛而不征二节》

“圆机逸调，种种动人”等，是机、调同提；击赏

邹德溥《修身则道立一节》“词调皆工”，评伍承

宪《此谓惟仁人二节》“语俱平畅，调亦古雅”，

则是将调与词、语相互搭配［15］。这些评语，正显

示按照意、格、机、调等范畴展开理论框架，与

以篇、章、句、字为基础的结构批评有别，更侧

重从“写作”的角度思考行文方法。这些概念具

体应如何定义，袁黄未有直接陈说，但不难看出，

时文批评中所谓“调”并非专就平仄、四声等声

律因素而言，而是用以分析谋篇布局、遣词造句

等行文方法。

袁 氏 之 后， 武 之 望（1553 — 1629）《 举 业 卮

言》（万历 25 年成书）内篇分神、情、气、骨、

理、意、词、格、机、势、调、法、趣等 20 则论

文，正反映了晚明人对此类时文批评概念的集中阐

释。如于“机”云“文之有机，犹车之有轴，户之

有枢”，观其取譬，可知文机主要是就文章枢纽性

的构思而言。而对于“调”，《举业卮言》云：

调何以言哉？如作乐者，金、石、丝、

竹、匏、土、革、木，异音矣，乃分之而各一

其音，合之而总协其韵，金玉相宣，宫商迭

奏，高下疾徐各中其伦而不乱者，有节奏以成

其调也。作乐而无调，即众音齐鸣，不成声

矣；作文而无调，即繁辞错举，不成章矣。是

调者，文字之节奏也，不可不知也。［16］

这里也是在格、理、词意为背景的理论框架中讨论

“调”。通过追索其本义，从音乐之 “调”的角度

进行说明：乐曲由不同的音组成，这些相异的成分

互相配合，形成一种和谐的 节奏，便是 “调”的基

础。与之相类似，文章也有 节奏以成其 “调”，需

要异质语言成分的适当配合，故武氏指出“调亦难

言矣”，认为文章的轻重低昂、缓急疾徐、虚实浅

深、离合出入、抑扬起伏、操纵呼吸、顿挫铿锵等

等因素的调和搭配都对“调”有影响。这些对立元

素渗透在篇章字句的各个层次之中，形成一定的 和

谐节奏，便是“调”的基本表现。

与武之望类似，庄元臣（万历 32 年进士）［17］

也特别重视 “调”在时文批评中的价值。其《论学

须知》论古文，以 意、 章法、句法、字法作为 “文

家四要诀”；而《行文须知》论时文，则分格、意、

调、词四个层次。两种理论框架的不同，似乎正可

反映古文批评与八股文批评的思路差异。在其时文

理论中，庄元臣用建筑比喻作文，认为格“如屋

之间架”，意“如屋之有材”，调“如室之有隔节

段落”，词“如室之彩绘” ［18］。这种表述对照建筑

的各级单位，暗含了将格、调等概念“结构化”的

趋向。更具体而言， “调”尤其针对的，是时文中

 “股”这一个形式单位。《行文须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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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屋者，格式既定，意思既到，又须遣调

有法，使一股之中，前后有伦，呼应有势，起

伏有情，开合有节，乃臻妙境。

“股”中的对立结合关系又可细化为两类：

今之不知文者，谓调即是词， 词即为 调，

误矣。 调字有二义，有遣调之义，有和调之

义。遣调者……又须调拨诸帅，某为先锋，某

为后应，某为仗队，某为诱卒。……为文亦

然，一股已立，又须布置，何意为起，何意为

承，何意为转，何意为合，使曲而不突，紧而

不懈，腴而不瘠，匀而不复，乃为佳器。和调

者，如庖人烹味，尝其酸咸辛辣，使皆适口，

而无偏浓之味。为文亦然，一股之中，相其起

承转合，气缓处促之使捷，意晦处刮之使明，

句滞处琢之使溜，机窘处衍之使开，词太硬者

调之以柔和，意太露者调之以蕴藉，此皆调之

作用。故有意虽浅而不觉其淡，词虽清而不嫌

其单者，其调法善也；有意愈多尔反觉其难，

词虽华而反厌其浮者，其调法不善也。［19］

《行文须知》在评论中多征引乡会试的实际考

题以为例证，其中引及万历 14 年（1586）丙戌科

会试黄汝良《执其两端》文，而庄氏之卒在万历

34 年左右（1606），可知其成书时间的上下限正与

万历 25 年（1597）刊行的《举业卮言》时代相若。

武之望感叹 “调亦难言”，庄元臣批评 “不知文者”

混淆词、调，都可让我们窥见当时文章批评者对

“调”这一术语的敏感，由此亦可见“调”这一语

词在时文批评中应已有相当的流行程度。庄氏类比

军事上的“遣调”，指称文章不同部分的组合关系；

 类比烹饪上的“和调”，指称文章不同风格的配合

关系；同时有意利用了 “调”字的多义性，将遣调

与和调两重意思熔于一炉；也灵活地运用“调”作

为名词 与动词的两种词性——作者的手法是 “调”

（动词），达到的结果就是文章有 “调”（名词），

二者正相表里。文章欲有佳调，这两方面都须下工

夫。庄元臣举出万历 8 年会试阎士选《如有王者》

的中二比，以其发题、承接皆有“调度”，然“一

味浓抹而无淡妆，文之以意词胜而不以格调胜者，

其于和调之功，尚未精熟也”［20］，即谓其有“遣”

而无“和”，未为尽美。

时文批评中对“调”的重视，实与八股文本

身的文体特性和现实功用关系密切。首先，科场

时文之体式在成化、弘治以后逐渐成熟定型［21］，

分股、对偶的体制特征形成规范。与律诗较古诗

更有明确的格律相类似，在相对有定的八股格式

之中讨论格调法度，无疑更为方便。其次，科场

应考之文，在修辞形式的求新、求变方面具有更

迫切的需要。茅坤《陆萧山举业刻引》以“世代

日以移，而文章之调亦日以变”描述从宋代经义

到明代八股的变化［22］；袁宏道《诸大家时文序》

用“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推

美“二百年来”的取士之文［23］；皆可见之。文调多

变，所趋在新。故袁黄《文规》主张“调贵新，意

贵切”，又称赞徐缙芳《“庸德之行”四句》一文之

破承“以新调发新意，自能动人”［24］，要求调、意

俱佳。而庄元臣在对万历 2 年会试孙鑛《学如不及》

一文的评价中，更直指“其意思亦何尝发人所未发，

只是调遣布置间，略加组织，便异常调也”，“大抵

新其意，不若务新其格调；格调新者售者什九，意

新者售者什一”［25］，公然主张 “新其格调”重于

 “新其意”，与古文传统中 “文以载道” “文以意为

主”的主流论述大相径庭，其实正是在举业八股这

个特殊的背景之下获得了合理性——其明言所求者

在 “售”与 “不售”，乃是颇为坦诚的陈说。欲求

新奇之格调，一方面不能拘泥于旧调、常调、俗调，

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从旧有的佳调、绝调、非常之

调中汲取营养，以之为科举致胜的法门——这正是

时文讲求“调”的现实动力。

二� 聚焦“句调”：细部批评与
跨文类迁移

万历以降，时文理论中“调”的概念实际上

兼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统而言之，一篇文章

或一位作者会呈现出某些整体性的声调风格。如

袁黄盛赞“魁元高调”，武之望亦云“举业之调工

者，先辈无如瞿昆湖，其调优柔而温厚；其次莫如

黄葵阳，其调响亮而铿锵；近时莫如李九我，其

调和平而悠雅。……学者按而习之，其于调也思

过半矣”［26］，认为瞿景淳（嘉靖 23 年榜眼）、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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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隆庆元年浙江乡试解元、隆庆 5 年进士）、

李廷机（隆庆 4 年顺天府乡试解元、万历 11 年

榜眼）等举业名公各有其调。此外，“韵调出于声

气”，根据声气的清浊，还可以分为“仙调”“雅

调”“朗调”“逸调”诸类［27］。但更为重要的问题

是，“调”具体如何实现？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微观

的问题。《游艺塾文规》是按破题、承题、起讲、

正讲等分别讨论；《举业卮言》所云轻重、缓急、

离合、抑扬等法，须是在文句的组合之中显现；

《行文须知》以 “一股已立”论 遣调，以 “一股之

中”论 和调，则是聚焦到“股”的层面。而到崇祯

年间左培的《文式》（成书于崇祯 4 年以后）， 更

是并列章法、篇法、股法、调法、句法、字法诸术

语，将“调法”置于股、句之间，认为“调法，惟

在先呼后应、先疑后决”，如“将言 ‘又’必先言

 ‘既’，将言 ‘则’必先言 ‘或’，将言 ‘今’必先

言 ‘ 向’”，以及“人知……不知……”“非特……

凡夫……”“其果……抑亦……”等关联虚词的组

合，“变幻多端，总之一开合之法而已”［28］。《文

式》将“调”作为股之下、句之上的结构层级，用

今天的语言学概念而言，表征的是复句之间的关

系。由此，抽象的 “呼应”之法落实为句中虚词的

分析。不同论者对“调法”的处理互有差异，然能

反映出晚明文人论 “调”的一种共同趋向：即将抽

象虚灵、难以把握的文章之“调”，聚焦到微观的

词句层面，或在一股之内，或在数句之间，以便从

 “法”的角度对 “调”做出具体的把握。

这种将 “调”聚焦到字句组合的倾向，一方面

源于八股 写作对文章细部技术的关注，另一方面

也是由于宋代以降《丽泽文说》《文则》《文章精

义》等著作中有关字法、句法的讨论，本身可以为

 “调法”提供知识资源。事实上， “调法”本身并非

 “无中生有”的全新发现，而是重组传统字法、句

法理论资源而形成的新范畴。如《举业卮言》以抑

扬顿挫、离合缓急等 “文字之节奏”来解说 “调”

之内涵，而王世贞《艺苑卮言》，恰恰就将 “抑扬

顿挫，长短节奏”归于 “句法”的范畴。虽然《文

心雕龙》已发“离章合句，调有缓急”之论［29］，

宋人亦有“古人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

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之说［30］，但明代的时文、

古文批评，方才正面地将“调”阐发为字句组合之

法，用“调法”的概念统摄字法、句法之间交互错

综的关系。袁黄批评“近日作文者专炼句、炼字”，

而不知“句调过奇则伤步骤”［31］；指出过分追求

 “句调”，反而影响到章法（步骤）的浑融，正可

见其心目中 “调法”安顿的层次。汤宾尹《一见能

文》有 “遣调”一则云：

夫诗之调，有正有反；讴之调，有宫有

商；文宁无调乎？有等文章，骤读之而词章错

落，把玩之而音响铿锵，此善于遣调者也。然

则工拙惟在字句之安顿，安顿遂分品格之雅

俗。即如《庄子·天地》内篇 “殆哉，岌乎天

下”，句何其拙；《孟子》曰 “天下殆哉，岌岌

乎”，则雅矣。《阿房宫赋》曰： “使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将 “敢怒”二字放在下面，

有多少气力、多少涵蓄！若云 “敢怒而不敢

言”，便懒散无味，便入俗径矣。［32］

此处从诗、乐之 “调”引出文也应当有 “调”，

可以推想诗歌之调对文章之调，亦有间接的启

发——这实际上正与明代复古派以 “格调”言诗

相呼应［33］。不过，诗、词、曲之调，通常系于

押韵、平仄等固定格律，而文章之调的实现方式

则不尽相同。《一见能文》援引子、史、辞赋作为

例证，正是因其与八股之“调”具有更多的共性。

明清文家往往将“以古文为时文”悬为高的，如，

茅坤自道“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须

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

磅礴于胸中”［34］；王世贞称吴仕让“既工古文辞，

渐薄程式业……时时杂古调出之”［35］；武之望云

“虽作时文，亦必取法古文，然后格不卑、调不

俗。盖文字骨格调法，尽备之古文中”［36］。在这

种背景之下，研讨分析古文之“调法”，便是顺理

成章之事。晚明文人对古籍文本的研究，在字句

分析方面大为具体深入，不仅是为时文修辞提供

依据，同时也推进了对古文声调的细部研究［37］。

传 统 的 文 章 批 点 之 术， 乃 是“ 调 法 ” 细 部

批评展开的主要途径。万历间著名评点家孙鑛

（1543 — 1613）批阅先秦经籍大量使用“调法”

这一术语。具体而言， 其所谓调法，包括了字数、

呼应、排偶 / 单行等诸多方面。如《尚书·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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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题下总评曰 “四字句稍多，与他篇调稍不

同”［38］；《尚书·冏命》题后批语云 “虽用四字

句，然亦间插以长句”［39］；乃是就字数多少、长

短句之错综而言。以文句间的呼应构成“ 调法”，

如《礼记·郊特牲》： “朝觐，大夫之私觌，非礼

也。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觌，所

以致敬也。而庭实私觌，何为乎诸侯之庭？为人

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 ［40］经文以关键词 “私

觌”前后关联；又以 “所以……也” 的相同句式

两相对比；数个 “也”字句形成的节奏重叠；同

时 又以“何为乎”引出问答相应：各句之间建立

其错综复杂的呼应关系。孙鑛眉批“常意常语，

然炼得调法绝妙，顿挫唤应，铿然有音”［41］，正

是就此而言。句式奇偶，更是“调法”讨论之大

宗。如，《尚书·旅獒》孙批“排语中必间插一二

单语，此是节奏”［42］，强调单、排两种句式的交

错；《左传·宣公二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

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

越竟乃免”，孙批“文调须如此，乃不板”，殆谓

其前两句对偶而后延伸一单句也；《昭公十四年》

“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一大段，孙

批“每叙新政，必用排三字句，亦觉太套，且此

调法原亦不甚佳”，则是从反面批评重复排比之不

当［43］。此外，一些特定句式也被称为 “调法”。

如《尚书·君奭》篇载周公语“我有周既受，我

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尾批云“此两‘不敢知’，

即《召诰》监夏殷调法”［44］，指出此与《召诰》

中“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相似，都是以“我不敢知曰”的句

式，并列正反两种情况，表达敬慎、惶恐之语气。

凡此种种，正可见“调法”概念用于文本批评的实

际情形。先秦古籍在篇章结构上与后世古文、时文

差别较大，但字句层面则颇有共通之处，故法其

“句调”，不但符合复古的心态，亦颇便利。复古

派后劲屠隆便主张“取材于经史”，“借声于周汉”；

而庄元臣亦有“规调于先秦”之说：

多阅唐宋文，利于气而伤于调；多阅先秦

文，利于调而伤于气。……要规调于先秦，借气

于唐宋，集两利而去两伤，斯善阅文者矣。［45］

孙鑛对先秦经籍中“调法”的抉发，正是“借

声”“规调”的具体手段也。钱谦益对孙鑛之评

经颇为不满，以其“诃《虞书》为俳偶，摘《雅》

《颂》为重复”，是为“侮经”［46］，但由此恰恰可

以看到明清之际知识界对孙氏评点的接受和理解。

孙氏之外，周梦旸批《考工记》“画缋之事”一段

云“调法参差，不可捉摸”［47］；戴君恩《绘孟》

于《梁惠王下》“文王之囿七十里”一段评曰“意

本平铺，调却变换”［48］；金圣叹评《左传·隐公

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云“庄公语，段段音节甚

短”［49］；陆云龙选编《公羊传》《谷梁传》之文

为《公谷提奇》，自称 “予特拔其句调灵隽，议论

沉异，奇快可喜者，合为一帙”［50］。这些都是调

法分析运用于先秦古籍的例子，它们对句式句法

的分析，正是文章“调”论走向细部批评的主要

途径。

作为“文章节奏”的声调，本是一种跨文类的

批评概念。语言符号以其平仄、长短、轻重、缓急

等不同属性相互配合，以及在句段之间的呼应组

合，皆可以组成一定的节奏或曰“调”。换言之，

不同文类中构成“调”的基本要素大同小异。明人

在文学复古思潮之下，开启了古诗声调问题的研

究［51］，晚明时期对古书古文声调的兴趣，不可谓

非闻其风而起者。不过，不同文类因其各自的规

定性，对“调”的实现方式互有差异。例如平仄

是诗律的核心，于古文则无决定性的影响；句式

长短，在词、曲有相对固定的“调法”［52］，在文

章虽系形成缓急之主要因素，然亦无定格、随宜

变化。另一方面，某些“调法”在不同文类间则

颇有共通之处。例如句间呼应的问题，在诗、文

中皆有体现：孙鑛评《大雅·常武》“王犹允塞！

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云：“八句内四个

 ‘徐方’，用顶转互为呼应，固自是一调法。”［53］

这种思路在后人亦不绝如缕，清代牛运震《诗志》

评《召南·采蘩》“连用‘于以’，调法灵脱”，邓

翔《诗经绎参》评《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一

章“六句三‘不可’，调法如扫叶卷云，轻快流

畅”［54］，从中可以看到孙鑛调法分析作为一种细

部批评的持续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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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章学中的“调法”论

三� 从音节到神气：“气盛言宜”说的
转化与桐城古文声调论

从晚明至清初， “调法”在时文、古文批评中

颇放异彩。原本抽象、空灵的 “调”，通过评点实

践与理论反省等多方面的积累，面目日渐清晰而细

密。入清之后，关于文章调法的讨论，更多地是打

通古文、时文，聚焦在“句”的层次，讨论其声调

特点。具体而言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考察句与

句之间的虚词连结；二是讨论句内平仄、长短、奇

偶等不同成分的配合关系。唐彪的《读书作文谱》

认为“凡古文、时艺，读之至熟，阅之至细，则彼

之气机皆我之气机，彼之句调皆我之句调，笔一举

而皆趋赴矣”；“句调”的具体内涵，被界定为平仄

和虚字两方面：“文章句调不佳，总由于平仄未协

与虚字用之未当也。”平仄指向的是句内的声律性

质，虚字则代表了句间的协调关系。针对虚字的

用法，《读书作文谱》又引述梁素治《学文第一传》

所载，分 “起语辞” “接语辞” “转语辞” “衬语

辞” “束语辞” “叹语辞” “歇语辞”诸类详列，并

简要解释其用法，较《文式》更为详密［55］。赵吉

士《万青阁文训》标出 局、意、机、调、句、字六

条目论文，特别辨析“句与调相似而实不同”，“文

之风韵在乎调”，“用调处亦只在起句、转句、收

句间一露风韵耳”［56］。康熙间人吴兰所撰《吴苏

亭论文百法》“历历指陈时文各法，而古文之法亦

寓焉”［57］，其中如“布局法”分析《大学》第二

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是

“用‘而后’走调”；“排调法”举苏洵《春秋论》

“赏罚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为

例说明“调之两相排比，成小段”的写法；“韩调

法”认为韩愈《原道》“开手四‘之谓’”出于《中

庸》的“天命之谓性”［58］。凡此种种，皆用“调”

打通古文、时文而论其句式之法。康熙末年，张谦

宜（1649 — 1731）《絸斋论文》对 “调法”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其卷二“细论”部分专立

“调法”一类，按照从小到大的次序，分出声响、

节奏、错落、点缀等目，归纳与 “调”有关的各种

形式因素。节奏、声响是就句子内部组成而言：

节奏者，文句中长短疾徐、纡曲歕薄之取

势是也。声响者，文逗中下字之平仄死活、浮

动沉实之音韵是也。

“句” “逗”两个层次，可见其在文法结构上的细腻

区分。“声响”针对的是音韵和词性（死活）问题；

节奏则是句式长短的问题。 “错落”指“句调布置

之参差也”，避免骈偶过多的“堆排”和纯用散句

的“单弱”。“点缀”则是主张在文章中“间以陗

字錬句，错置其间”，以为变化调节。［59］缘乎此，

 “调”成了文章学中一个可以沟通上下，结合感性

体悟与技法分析的批评范畴。 

“调”本身是与 “声”有关的概念，八股作手

与古文名家藉助字句分析将其落实为一系列可以分

析的因素，使得原本浮动于口吻之间的 “声调”，

变得可在纸上捕捉。这一层意义，正是桐城派以

 “声”论古文之要旨所在。刘大櫆《论文偶记》云：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音节，其稍粗者

也；字句，其最粗者也。……盖音节者，神气

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

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60］

“神气—音节—字句”这一由精到粗的分化，实际

上正是一条将审美感受与技法操作连接起来的通

路，而 “音节”正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层次。刘氏解

释 “音节”的具体内涵，归诸造句短长与下字平

仄： “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

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

之矩”——刘氏之 “音节”，可以对应张谦宜 “调

法”中的 节奏、声响两者，进而言之，正是晚明以

来时文、古文领域调法探讨的延续。

桐城派的古文声气说，理论资源在于韩愈《答

李翊书》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然而韩愈的本意侧重在“气盛”，强调文章以道

德、学问之修养为本。而桐城派则陈仓暗渡，凸

显了“言宜”，并且将“短长高下”落实为文字之

声调节奏。如刘大櫆《张秋浯诗集序》云“气之

精者，托于人以为言。而言有清浊刚柔、短长高

下、进退疾徐之节，于是诗成而乐作焉”［61］；姚

鼐《答翁学士书》云“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

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

华”［62］，莫不如此。厥后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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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说更为显豁：

昌黎谓声之长短高下皆宜，须善会之。有

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句、两句乃明而古雅

者；亦有炼数句为一句，乃觉简古者。［63］

此处将“短长高下”解释为句法之锻炼也。又如曾

国藩批《汉书·贾捐之传》“父战死于前，子斗伤

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云“古文中五字

句极少，此连用四句，声调悲壮，可歌可泣”［64］。

可知“声调”之实现，不离乎字句之间也。俞樾分

析《尚书·皋陶谟》“臣作朕股肱耳目”一段，谓

其“句法长者至三十九字，短者止四字，参差错

落，真大珠小珠落玉盘”，“韩昌黎论文曰‘气盛则

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余谓此言惟《尚书》

足以当之”［65］，正是孙鑛调法批评之流亚。刘师

培以为“大凡文气盛者，音节自然悲壮”，又主张

文章须“变调”，“变调之法不在前后字数不同，而

在句中用字之地位”，“调若相犯，颠倒字序即可避

免”［66］，也是从字句使用上讨论“文气”与“音

节”。至晚清张裕钊论“果尽得古人音节抗坠抑扬

之妙，则其气亦未有不昌者也”［67］，更是在理论

上反转过来，指出“言宜”也可以作为“气盛”之

证。可见，将抽象的“神气”问题转化为具体字

序、句法，实又不限于桐城一派。从知识渊源上

看，自晚明开始的从时文延伸到古文的“调法”

论，以及对经史古籍句法声调的分析批点，正是这

种古文声调论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 文章声调音节的体贴，事实上不仅限于纸

上，更有吟咏、诵读等实践。《论文偶记》云“读

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

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

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久之自然铿锵发

金石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八股时文 “代圣贤立

言”的文体特征。代人说话，势必体贴其语气声

情，此是时文、古文讲 “调”的一个重要因缘。晚

清古文家林纾最明其中款曲，其《春觉斋论文》称

“时文之弊，始讲声调，不知古文中亦不能无声

调”［68］，正提示了清人知识结构中 “声调”与时

文的关联。朱自清《经典常谈》讨论清代古文，也

已指出姚鼐论文重诵读、讲究虚字， “分明是八股

文讲究声调的转变”。［69］另一方面，古文、时文又

都可以诵读之法习学之。《吴苏亭论文百法》有“声

调法”一则，记载了“前明吴因之先生”（吴默，

1554 —1640）“出小木鱼一器暨文十篇，命生熟读，

亲以木鱼击而调之”的教学方法［70］。刘大櫆亦记

述了武进顾明侯令弟子 “诵所读书，而己听之，以

为俯仰抑扬，能尽合古人之音节”［71］；大抵可以反

映康熙中期普通读书人通过诵读学习古书的情况。

姚鼐提倡 “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

久之自悟”［72］；方东树谓“欲学古人之文，必先

在精诵”，否则“心与古不相习，则往往高下短长

龃龉而不合”［73］；曾国藩主张 “读者如四书，《诗》

《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

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

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

远之韵”［74］。他们都将口头诵读视为学习古文、古

书的一大法门，而时文之诵读更是颇为流行。梁

章钜《制义丛话》载 “阮云台师最笑近人之读时文

者，谓之唱文，而福州人尤喜拍案豪吟，几有击碎

唾壶之概”；由诵而 “唱”，可谓更加 “绘声绘色”

矣。梁氏特别举出郑光策 “喜诵汤文正公《见善如

不及章》后二比”，孟超然 “喜诵方望溪《君子不

器》 中二比”，龚景翰 “喜诵陈句山《见贤而不能

举节》中二比”等实例，并描写刘士棻 “诵萨檀河

《子曰关睢》中二比，高声大叫旁若无人，每遇觞

政中有罚歌唱者，辄以此代之” ［75］，栩栩如见，可

知时文诵读在当时不仅用于文学教育，甚至已成为

士人佐觞娱宴的一种文化活动。嘉道间徐养原《顽

石庐经说》解释讽、诵之别，就类比时人经验，指

出“讽如小儿背书，声无回曲；诵如举子读文，有

抑扬顿挫之致。”［76］“调”之使用，贯通经书、古

文、时文，游移口头、纸上，其机杼正相通也。

结� 语

从晚明到清代， “调”与 “调法”乃是使用广

泛而复杂多变的概念。梳理其演进之脉络，一方面

可以看到这一文章学范畴如何渐渐由 “虚”而入

 “实”，在 “众声喧哗”之中逐渐聚焦到句式的细

密分析上；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不同文类在阅读

方式、批评术语方面的互动与渗透。 “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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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古文赏鉴中本已有之，经由八股文领域的

使用、演化，形成颇具技术性的 “调法”术语，进

而又反馈到古文批评乃至经籍的分析之中。当然，

脱胎于八股写作的“调法”批评本身颇具实用色

彩，其中关于文章声调具体构成要素的分析值得今

人参考，但与现代语言学的句法分析、语言节律研

究仍不可同日而语。在明清文论的系统之中，“调

法”论的主要意义也不在于“形而上”的抽象，而

在于“形而下”的落实，展现文学理论的知识基

础。事实上，明清文人对“调法”的时文色彩和理

论局限亦颇有认识，甚至有故意“去时文化”的表

述。刘、姚等桐城文家讨论文章音节，究其实质当

有采于晚明以来的调法批评，但在术语上则回归

“气”的概念，或许便是有意回避八股色彩，建构

更具形上意义的理论话语。同时，论者也每每指出

“调”可以来自文体更尊的古文、经典。如乾嘉间

郑光策主张偷“经典之调”：

……有偷名文之调者，有偷时墨之调者，

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调者，则鲜不倾动一时。若

偷经典之调者，则少所概见。［77］

八股之 “调”可以来自经书、古文，可见 “调”

具有超越具体文类的普遍意义。举业之文于体为

卑，然在传统中国的科考制度下，围绕应举而展

开的种种教育、文化、书写与出版活动，实际上

对一般读书知识世界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批评术语内涵的发展，除了 “高屋建瓴”，也不无

 “自下而上”的可能。举业领域所创造、深化、推

而广之的种种概念，正可为其他领域理论的新变

提供资源与启示。回到历史的脉络中理解古人思

想、知识与话语的复杂互动，此又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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